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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书致治: 清初官方的书籍出版与颁赐
高学姣

【摘要】清初顺治朝统治未稳，但仍注重利用书籍的出版与颁赐建构清初的统治路径。

多尔衮主持节译并出版颁赐自皇太极时就备受关注的辽金元三史，是为强化满洲源流、历

史认同，翻译颁赐《洪武宝训》表明“遵行洪武定制”的姿态; 顺治帝亲政后出版颁赐《资政

要览》《表忠录》则为帮助稳固以儒家政治理念为核心的集权统治。顺治朝官方的书籍出版

与颁赐或为鼓励臣下学习，汲取统治经验; 或为警诫群臣，劝谕臣子唯忠唯正; 或为宣扬文

教，奖学立范。清初官方的书籍出版与颁赐活动研究，在目前学界较多关注民间书籍经济

的“书籍社会史”之外，聚焦于统治阶级的“书籍政治史”。

【关键词】多尔衮 顺治 赐书 书籍政治史

引 言

书籍的形制演变及其编纂、刊刻、出版、收藏等内容是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书籍史时重

点关注的问题，这些研究分别讨论书籍的物质形式、生产技术、出版流通、收藏鉴赏，形成了

编纂史、印刷史、出版史、藏书史等专史研究。这类专史研究的视野通常局限于书籍生命历

程的某一个阶段，且对书籍生命历程中的不同阶段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周围环境的关系关

注较少。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西方学术界在突破传统文献研究藩篱的基础上兴起的“西方书

籍史”。学界公认 1958 年法国学者费夫贺( Lucien Febvre) 与马尔坦( Henri-Jean Martin) 合

著的法文版《印刷书的诞生》①出版为西方书籍史兴起的标志，此后书籍史研究的热潮逐渐

① 参见〔法〕费夫贺、〔法〕马尔坦著，李鸿志译:《印刷书的诞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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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至美国、英国等其他西方国家，产生了一系列以书籍的社会影响为核心的研究成果①，

这些成果“以书籍为中心，研究书籍创作、生产、流通、接受和流传等书籍生命周期中的各个

环节及其参与者，探讨书籍生产和传播形式的演变和历史规律，及其与所处社会文化环境

之间的相互关系”②。

受西方书籍史成果的启发，海外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也“以社会史、文化史、阅读史为切

入点，开拓出了中国书籍史研究的新视野”③，将书籍的编纂、出版、流通与周遭的政治、学

术、经济环境密切关联。他们的研究成果较多地关注印本产生以后的社会书籍活动，尤其

倾向于考察明清时代民间社会书籍的商业性出版与流通。其中视野宽广、问题意识突出的

区域性出版专著如包筠雅《文化贸易: 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④、贾晋珠《谋利而

印: 11 至 17 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⑤，对书籍的研究涵盖生产材料、技术环节、制作环

境、样貌分析及出版发行等环节，在这一系列过程中书籍被当作通过市场销售实现价值的

商品，故可用经济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它的出版和流通。当海外中国书籍史学者对书籍的经

济属性投以过多关注时，往往会忽略书籍的文化属性与政治属性，在当前的研究中尤其缺

乏对书籍刊刻与流通过程中的政治属性的考察。且海外中国书籍史学者多将目光集中于

民间社会，对以统治阶级占主导地位的上层社会、拥有功名的士人群体及在乡间社会拥有

话语权的富裕乡绅的中层社会的书籍活动的研究有所欠缺。

基于此，本文选择以顺治朝官方的书籍出版与颁赐为例，讨论书籍在统治阶级的政治

性出版与流通。清朝统治者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与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的中原王朝统

治者的身份不同，文化教育背景存在差异。清王朝以满洲亲贵为统治核心的政治统治模

式、生产生活方式、伦理道德原则与以汉族为主的中原文明不尽相同。统治者期望利用官

方的书籍出版与颁赐帮助实现确立正统、稳固统治的目的，并探索将来的统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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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例如〔美〕罗伯特·达恩顿著，叶桐、顾杭译: 《启蒙运动的生意: 〈百科全书〉出版史( 1775—1800) 》，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美〕伊丽莎白·爱森斯坦著，何道宽译:《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 早期近代欧洲

的传播与文化变革》，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美〕罗伯特·达恩顿著，郑国强译:《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

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英〕戴维·芬克尔斯坦、〔英〕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著，何朝晖译: 《书史导论》，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第
6 页。
张升:《新书籍史对古文献学研究的启示》，《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3 年第 2 期。
〔美〕包筠雅著，刘永华等译:《文化贸易: 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美〕贾晋珠著，邱葵等译，李国庆校:《谋利而印: 11 至 17 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



一、酌金参汉———多尔衮对保持满洲特色与学习汉制两条道路的探索

顺治元年( 1644) ，清军入关占领北京; 十月，多尔衮迎顺治帝入关; 十一月顺治帝正式

登基，多尔衮摄政。刚刚建立的清朝统治政权面临诸多统治问题: 入仕清廷的汉族官僚力

量壮大，内部派系纷争不断; 南明政权与农民起义军对清廷的反抗不断; 更重要的是议政王

大臣会议和内三院等政治机构的存在，使得满洲贵族与满汉儒家君主政体之间的潜在对抗

不断加剧。在这样的局势下，多尔衮出版并颁赐节译辽金元三史与《洪武宝训》，既提示满

洲统治阶层保持满洲特色，又向天下人表示学习汉制、接续明统的姿态。

( 一) 保持满洲特色———为强化历史认同与借鉴经验颁赐辽金元三史

满洲统治者自入关前就设置文馆，翻译众多汉籍。天聪九年( 1635) 五月四日，皇太极

召集文馆诸臣谕曰:

今宜于辽、宋、金、元四史内，择其勤于求治而国祚昌隆，或所行悖道而统绪废坠，

与夫用兵行师之方略，以及佐理之忠良，乱国之奸佞，有关政要者，汇纂翻译成书，用备

观览。①

皇太极在众多史籍中选择节译辽金元三史有重要原因。首先是为追认先世源流，寻找

历史认同。满洲统治者往往以金朝后裔自居，对女真人有着强烈的血缘认同，努尔哈赤的

对明檄文中就有“我本大金之裔，曷尝受制于人”之语，皇太极直接承认金太祖、太宗为“祖

宗”，告诫子孙“无忘祖宗为训，衣服语言，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②，就连皇太

极入关争夺天下，也借助金代帝王的神灵入梦来增强信心，诸王因此称“梦金人授《金史》于

皇上，可知历数之攸属矣”③。

其次，节译辽金元三史是为寻求文化认同与政治借鉴。满洲人自关外崛起，其成长轨

迹与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相似，都是自关外发迹，统一或收服周围部族，继而征服汉地。

皇太极还自称达到的成就与辽金元三国之主相同，“昔辽金元三国之主，当征战时，西伐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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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清太宗实录》卷二三，天聪九年五月己巳，《清实录》第二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303 页。
《清太宗实录》卷三二，崇德元年十一月癸丑，《清实录》第二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404 页。
《清太宗实录》卷三六，崇德二年六月甲寅，《清实录》第二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464 页。



讷忒黑，东抵朝鲜，北及黑龙江，南至于海，无远弗届，朕今日正与相等也”①。同样作为少数

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意识到了清朝与辽金元的相似性，并在辽金元的历史中看到了

汲取统治经验的可能性。希福曾在节译成书后上奏的奏文中明确表达出了皇太极的“鉴古

之心”，“辽金虽未混一，而辽已得天下之半，金亦得天下之大半，至元则混一寰区，奄有天

下，其法令政教皆有可观者焉。我先帝鉴古之心，永怀不释，特命臣等将辽、金、元三史芟削

繁冗，惟取其善足为法，恶足为戒，及征伐、畋猎之事，译以满语，缮写成书”②。所以基于文

化认同与政治借鉴的双重考虑，皇太极组织了辽金元三史的节译，有选择地节译其中“有关

政要”的内容，目的是“用备观览”。

天聪九年( 1635) 五月，皇太极正式下令节译三史，但节译工作真正开始于崇德元年

( 1636) 五月，完成于崇德四年( 1639) 六月③。选择节译的内容是三史的本纪部分，其中包

括:“辽史自高祖至西辽耶律大石末年，凡十四帝，共三百七年。金凡九帝，共二百十九年。

元凡十四帝，共一百六十二年，详录其有裨益者。”④

节译成书后，清廷下令刊刻出版，顺治三年( 1646) 竣工，刻本卷前载有弘文院大学士祁

充格等人的进书奏文，其中称:“辽金元三史，着精写一份，刻版颁行天下……成《辽史》三百

套、《金史》三百套、《元史》六百套，谨奏于顺治三年四月初七日，以颁众人。”⑤

顺治三年( 1646) 十二月二十日，颁赐诸王以下、甲喇章京理事官以上满文辽金元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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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清太宗实录》卷四二，崇德三年七月丁卯，《清实录》第二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552 页。
《清世祖实录》卷三，顺治元年三月甲寅，《清实录》第三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48 页。
1933 年，李德启编著的《满文书籍联合目录》著录故宫所藏三史刻本，以专项条目介绍刻本情况。李德启在书中

著录并评论说:“1925．5 辽史: 满文，［故］，dailiyoo gurun i suduri，希福等奉敕删译，一函八册，不分卷，顺治三年

刻本; 1925．6 金史: 满文，［故］，aisin gurun i suduri，希福等奉敕删译，一函九册，不分卷，顺治三年刻本; 1925．7 元

史: 满文，［故］，dai yuwan gurun i suduri，希福等奉敕删译，二函十四册，不分卷，顺治三年刻本; 按上列三书，乃系

三史中之本纪，余曾与汉文三史略为对阅，见其内容大体相同。是书首列顺治元年希福等进书奏折，略云: 自崇

德元年开始编译，至崇德四年告哉。次附顺治三年祁充格等刻书奏折。”辽金元三史的翻译既有满文，也有蒙

文，蒙文翻译自崇德四年三月开始，崇德五年十二月完成，蒙文翻译是以刚刚译成的满文本为底本进行翻译，满

语和蒙古语同属于阿尔泰语系，语法结构极为类似，故而译写十分顺畅。关于辽金元三史的蒙文翻译情况，可

参考乌兰巴根:《〈元史〉满蒙翻译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年，第 19—20 页。
《清世祖实录》，顺治元年三月甲寅，《清实录》第三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49 页。根据目前已有研究，三史

除本纪部分外还有一些其他内容，以《元史》为例，满文《元史》中既有采自十四帝本纪的内容，以及许多采自人

物列传的内容，以及地理志、兵制的内容。具体研究可参考乌兰巴根、神田信夫和承旨等人的研究。
更值得注意的是，天聪九年皇太极下令节译的是“辽宋金元”四史，但是崇德四年书成之后却只剩“辽金元”三

史。结合皇太极的谕旨以及最终节译的结果，当初舍弃节译的也应该是《宋史》的本纪部分，《宋史》本纪与辽金

元三史本纪最根本的区别是:《宋史》本纪是延续中原王朝正统的汉族皇帝的事迹，辽金元三史本纪是少数民族

入主中原的非汉族皇帝的事迹，对《宋史》本纪的舍弃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保持满洲特色而暂缓学习汉制，所以道

路的选择或许从三史节译时就开始了。又，顺治三年满文刻本前所载祁充格奏文。此奏文《清实录》等清代文

献上未见汉文翻译，故此处转引乌兰巴根《〈元史〉满蒙翻译研究》第 21 页中自译的译文。



并《洪武宝训》。

甲喇章京是八旗中层编制单位甲喇的长官，汉文称参领，正三品，在其上每旗有固山额

真，汉文称都统，都统为正一品。此次赐书的对象是满洲贵族、八旗的上层官员，都统作为

一旗之长官，“掌满洲、蒙古、汉军八旗之政令，稽其户口，经其教养，序其官爵，简其军赋，以

赞上理旗务”①，参领“掌颁都统之政令以达于佐领。凡佐领之事，则受其成而审定焉”②，扮

演听上令下的角色。八旗的官员承担着对于八旗官民的所有管理责任，内容涵盖军事、经

济、日常生活等所有领域，这样一个统治群体自身的稳固与发展对整个清朝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辽金元三史既有满洲人的历史记忆，又有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清初入关后满汉矛

盾日益尖锐，将辽金元三史赐予维持清朝统治的中坚阶层，既有助于满洲人强化历史认同，

又有助于增长统治经验。

( 二) 学习汉制———遵行洪武定制颁赐《洪武宝训》

与辽金元三史一并出版颁赐的还有《洪武宝训》一书。《洪武宝训》是清入关后翻译出

版的第一部汉籍，又名《洪武要训》，共六卷。书中分门别类地记载了朱元璋的言行、诏令、

谕旨，集中了朱元璋建国时的政治措施与道德规诫的内容，凝聚了汉族知识分子治国理政

的心血。顺治三年( 1646) 三月，“上以《宝训》一书，彝宪格言，深裨治理。御制序文，载于编

首，仍刊刻满汉字，颁行中外”③，序言称《洪武宝训》“详明切实，洞彻根本，宜垂为宪典。所

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洪武开基定制，迄今未及三百年，事理相通，当为遵行”④，从序言当

中可以很明确地看到作序之人对《洪武宝训》的高度推崇，联想顺治帝尚且年幼，这序文极

有可能出自多尔衮之手。此外，《多尔衮摄政日记》记载，多尔衮听政时曾对大学士说“予近

览《洪武宝训》，皆说军国大事，实有经济，足裨治理”⑤，这足以证明多尔衮对《洪武宝训》一

书的重视和推崇。

多尔衮对《洪武宝训》的内容赞赏有加，表示要将其“刊刻满汉字，颁行中外”，清史学家

孟森曾称这种行为是“直自认继明统治，与天下共遵明之祖训。此古来易代之所未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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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卷八四《八旗都统·都统副都统职掌》，中华书局 1991 年版，第 754 页。
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卷八六《八旗都统·参领以下职掌》，中华书局 1991 年版，第 784 页。
《清世祖实录》卷二五，顺治三年三月辛亥，《清实录》第三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209 页。
满文《洪武宝训》，顺治三年内府精写本，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图书馆。转引自郭成康:《十八世纪的中国政

治》，( 台湾) 云龙出版社 2003 年版，序言第 22 页。
《多尔衮摄政日记》为原故宫博物院本，系清内阁大库旧物。转引自郭成康: 《十八世纪的中国政治》，台湾云龙

出版社 2003 年版，序言第52 页。



以为明复仇号召天下，不以因袭前代为嫌，反有收拾人心之用”①。孟森先生将《洪武宝训》

出版并颁行中外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置于清初复杂的政治背景中进行论述，颇有见

地，但《洪武宝训》在“颁行中外”之后，其满文本又被颁赐给诸王以下、甲喇章京理事官以上

各级官员，此举则有更深层次的用意。

《洪武宝训》出版并“颁行中外”是多尔衮认继明统的表示，颁赐诸王大臣则有着更实际

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满洲贵族汉语水平不佳，文化水平普遍较低，

但是入关以后的国家统治需要统治阶级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尽管多尔衮接纳了较多的明

朝官员，但满洲亲贵自身统治经验的学习同样重要。多尔衮明确表达过《洪武宝训》“足裨

治理”，所以出版并颁赐满文本《洪武宝训》对满洲贵族来说更多地意味着实际统治经验的

学习和借鉴。第二，《洪武宝训》中含有丰富的道德规劝与礼义教化的内容，这些内容对于

满洲贵族同样具有借鉴意义。清朝政权的稳定不能只依靠尚武好战的满洲特色，皇太极在

位时就认识到学习文化伦理道德的重要性，“讲明义理”才能“忠君亲上”②。多尔衮着意翻

译《洪武宝训》并重新出版，而颁赐八旗官员的目的主要在于经验借鉴与道德规劝，如果只

是为了收拾人心，完全可以只将已有的汉文《洪武宝训》再版并颁示天下即可，不必在清初

统治未稳之时特意组织《洪武宝训》的满文翻译。更重要的是，诸王以下甲喇章京理事官以

上都是八旗的中上层官员，这些人都是满洲亲贵，他们与清朝政权一起发展壮大，因此清朝

统治的向心力并不需要通过收拾人心来获得。

辽金元三史是自皇太极以来就受到重视的书籍，为追溯祖先源流，追求历史认同、文化

认同并获得政治借鉴，皇太极选择节译三史，清初入关后节译工作才正式完成。深受父兄

影响的多尔衮谨遵祖训，将译成的辽金元三史出版颁赐给满洲贵族、八旗将领。《洪武宝

训》记载朱元璋建国时的政治措施、施政纲领及道德规劝的内容，多尔衮表示认继明统，对

明太祖及此书颇为推崇③，除保留了明朝原有的统治机构和政治制度外，将《洪武宝训》翻译

成满文并重新出版，以颁赐的形式在八旗中公开推广。以上书籍的出版与颁赐体现了多尔

衮对于清初统治的思考: 清初入关，满洲贵族、八旗将士既需要历史认同感的强化，同时也

需要统治经验的借鉴与道德规劝，所以多尔衮将辽金元三史与《洪武宝训》出版并颁赐，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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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森:《明清史讲义》( 下册) ，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第 509 页。
《清太宗实录》卷一○，天聪五年十一月己亥，《清实录》第二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146 页。
除多尔衮颁赐《洪武宝训》外，顺治朝编纂的清太祖、太宗圣训以及后代清帝编纂的清帝圣训，与《洪武宝训》的

性质都是相同的。至雍正朝编纂包括帝王训诫、名臣奏章、先儒语类等有关治道内容的《钦定执中成宪》一书，

直接将《洪武宝训》收录在内，这些都从侧面反映出了《洪武宝训》对清朝统治的重要意义，多尔衮颁赐《洪武宝

训》正是清代统治者对这部书重视的开端。



现了情感认同与经验获取的双重目标。

二、意欲汉化———顺治帝的集权与整肃之路

顺治七年( 1650) 十二月，多尔衮去世。次年正月，顺治帝亲政，亲政后的帝王面临着许

多亟待解决的统治问题。多尔衮摄政时，以其为首的满洲贵族掌握极大的政治权力。因

此，打击满洲贵族势力，收拢皇权是顺治帝必须采取的措施。顺治帝逐步清洗多尔衮遗留

势力，首先在人事上除旧布新，罢诸王、贝勒、贝子管理部务之权，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

力，遏制满洲贵族势力; 其次清除多尔衮摄政时势力膨胀的北党汉官冯铨、李若琳等，扶植

南党汉官陈名夏、陈之遴等人。顺治帝逐渐完成了从一个在极有实力的摄政监护下的幼主

到独立自主的君主的蜕变，但在这个过程中，汉官势力不断崛起，反而挑战了满洲贵族的利

益，这引起顺治帝的警觉。五月，“任珍案”发，陈名夏、陈之遴、金之俊等 28 名官员因渎职、

纠合朋党等罪名遭到训斥及处罚。顺治十一年( 1654) 四月，陈名夏又因建议清廷复明衣

冠，被议政大臣宁完我弹劾“结党怀奸，情事叵测”①等罪，最终被处死。

在这样的背景下，顺治十二年( 1655) 正月十三日，顺治帝下诏训谕群臣，诏令中称自己

“亲政以来，五年于兹，焦心劳思，以求化理”，但国家仍然存在“疆圉未靖，水旱频仍，吏治堕

污，民生憔悴，钱粮侵欠，兵食不充，教化未孚，纪纲不立”等问题，且诸王大臣不肯敷奏政事

得失，当事之臣政事不修，内外大小各官“专为身谋，罔念官守”②，即社会风气层面上存在的

问题是“教化未孚，纪纲不立”，国家治理层面上存在的问题是官员的不作为，大小各官“专

为身谋，罔念官守”。有鉴于此，为了变革社会风气，对朝廷官员进行人心整肃和道德规范，

顺治帝选择学习明太祖修书颁赐的举措③。明太祖在位期间编纂出版了如《大诰》《昭鉴

录》《志戒录》《永鉴录》等多部教化书籍并颁赐臣僚，顺治帝不止一次表达过对于洪武之制

的肯定，并命内院诸臣翻译《大诰》进览，还表达出历代贤君如唐太宗、宋太祖不如明太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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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世祖实录》卷八二，顺治十一年三月辛卯，《清实录》第三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640 页。
《清世祖实录》卷八八，顺治十二年正月戊戌，《清实录》第三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691 页。
朱元璋认为“元季君臣，耽于逸乐，循至沦亡，其失在于纵弛，实非宽也”，所以往往重典驭臣下并辅以警示，时常

通过赐书警诫臣子。洪武六年( 1373) 三月癸卯，颁赐诸王《昭鉴录》，该书主要内容为汉、唐以下藩王善恶可为

借鉴的事迹。洪武十九年( 1386) 正月，以《大诰初编》颁赐国子监生及天下府州县学生，该书由大量案例、法令

和朱元璋的训诫组成; 十月，赐群臣及教官、诸生《志戒录》，该书主要内容为秦、汉、唐、宋为臣悖逆者之事一百

余件。二十一年( 1388) 七月，颁赐天下武臣《大诰武臣》，该书专门针对武臣而作，主要辑录了朱元璋在洪武时

期处理的武官不法案件。二十六年( 1393) 十二月，颁赐诸王《永鉴录》，颁赐中外群臣《世臣总录》，《永鉴录》主

要内容是历代宗室诸王为恶悖逆的实例，《世臣总录》主要内容是历代为臣善恶可为劝惩的实例。



想法，称“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画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①，明确表示看重明

太祖制定的各项条例、制度及章程。故而在顺治十二年到十三年的两年时间内，顺治帝也

仿效明太祖集中编纂出版了一批具有一定条例性质并具备垂训警诫功能的“御制书籍”②，

将其颁赐臣下，分别如下:

顺治十二年，《人臣儆心录》一卷，《内政辑要》一卷，《资政要览》三卷，《后序》一卷，《劝

善要言》一卷，《范行恒言》一卷，《御注太上感应篇》一卷; 顺治十三年，《御注孝经》一卷，

《表忠录》一卷，《劝学文》一卷，《内则衍义》一卷，《御注道德经》二卷③。

( 一) 奠基之君建立满汉群臣儒家纲常———《资政要览》《范行恒言》

《劝善要言》《人臣儆心录》的颁赐

顺治十二年( 1655) 九月，顺治帝下令颁赐异姓公以下、文官三品以上御制《资政要览》

《范行恒言》《劝善要言》《人臣儆心录》各一部。

《资政要览》一书是顺治帝为教谕人心而编，顺治帝遍阅经史，认为古人嘉言，载之典

籍，修己及人，可施于今，故采集诸书中关于政事者三十篇，每篇贯以大义，联以文词，举历

代忠孝贤廉与奸恶贪腐等正反两面之例，编为一书，目的是使阅者可以成为善人君子。《范

行恒言》旨在论述儒家所倡导的伦理和礼义，分孝顺训、和睦训等十一篇，其中举出教子、治

家、做人、处事等方面的成功范例，树立起可供效仿的典型，意欲以儒家的道德原则来指导

社会生活，稳定社会秩序。《劝善要言》是顺治帝为劝勉世人行善立身而作，顺治帝认为天

道至善，所以他采撷古代经典中劝人向善的嘉言警句，辑为一书，语不欲文，期于明理，词不

厌详，期于晓众，最根本的目的是希望读之可明理为善，故名《劝善要言》。《人臣儆心录》专

为教化官员而作，是一部政论作品，书中概括了植党、好名、营私、徇利、骄志、作伪、附势、旷

官等历代奸臣作恶不法的八个方面，编纂成书以供群臣警诫。以上四部书内容取自经史，

从性质上来看都具有极强的教化警示性，而且篇幅均不大，十分便于阅读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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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世祖实录》卷七一，顺治十年正月丙申，《清实录》第三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567 页。
关于这些书究竟是否是顺治帝“御制”，情况复杂，具体可参看杨春君:《清顺治帝亲政后之“御制”书考释》( 《福

建师范大学学报》2014 年第 2 期) ，但无论这些书是否是顺治帝亲撰，他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编写或题写了序

言，所以概称为“御制书籍”。
贾二强在《清顺治朝的御制御注书与内府刻本》( 《北京大学北京论坛办公室会议论文集》，2008 年) 中对以上诸

书的顺治内府本有过介绍，从版刻风格而言大致分两类，值得注意的是例如《御注孝经》《资政要览》有大小和大

中小不同版本，且《资政要览》有满文本，是赐给满臣的。作者由满文本猜想一书二刻或三刻是由于赏赐的臣工

有官爵品级高低之分，但本文研究过程中并未发现品秩不同、赐书版本不同的记载，而且满文本也并非一定是

赐给满臣，满书翰林官王熙等八人就曾获赐满文《资政要览》，所以作者此处的观点有待商榷。



顺治帝此次颁赐书籍的对象是异姓公以下、文官三品以上的官员，这些人隶属于两个

系统，一个是拥有爵位的异姓王公系统，另一个是文官系统。清代的封爵中，宗室与异姓属

不同系统。《清史稿·职官志》记载，异姓所封的世爵世职，按其等次及对应的官品级，依次

为:“公、侯、伯，超品。子，正一品。男，正二品。轻车都尉，正三品。以上俱分三等。骑都

尉，正四品。云骑尉，正五品。恩骑尉，正七品。凡九等，以封功臣及外戚。”①自天命五年

( 1620) 努尔哈赤论功序爵之后，爵位多以武功封授，以军功为准，也有归降、投诚封爵的情

况; 皇太极时，出现文臣或文职衙门官员的世职封赠。无论异姓世爵世职的爵位名称及封

爵对象如何变换，有一点基本可以肯定: 能得到封赠的人，都是爱新觉罗家族之外的异姓功

臣与外戚。至于文官系统，清代文官品级与明代基本相同，三品以上都属于高级官员。综

上所述，顺治帝亲政后第一次赐书的对象或功勋卓著，或家世显赫，或才识卓绝，这些人满

汉兼有，是维持清朝统治的中坚力量，而且他们都是皇族之外的异姓。

顺治十二年( 1655) ，顺治帝下诏训谕群臣，他意识到国家存在诸多问题的根源是臣僚

人心不正，所以在诏令中诸多警示，明确要求臣下“有官守者，必尽其职，有言责者，必尽其

言”②。在具体的实践中，顺治帝以明太祖为例，编纂出一批垂训警诫类的书籍: 《资政要

览》阐明儒家经典中的为政为人之理; 《范行恒言》阐述儒家所规范的道德准则和正统观

念;《劝善要言》劝导人心向善;《人臣儆心录》表达儒家文化中君为臣纲的严格法则，警

诫群臣要唯忠唯正。这些书所蕴含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教化意味较为明显。顺治帝将

这些书赐予清王朝的异姓公爵和高级官员，通过赐书把儒家文化中的立人正身、忠君爱

国等道德教化、警示训诫的内容植入臣子的心中，这也是一种带有皇帝威权的单向输出

方式。顺治帝通过赐书宣扬教化，警诫群臣，最终的目的则是敦崇世教，治国保邦，建立

满汉一体的儒家君主政体。

( 二) 表彰、防范与警诫———《表忠录》的颁赐

《清实录》记载，顺治十三年( 1656) 二月十九日: “上以右春坊右庶子王熙精通满书，以

御服貂褂赐之。因谕诸豫等七人:‘尔等同为习满书翰林，而王熙独优，朕故加赐，尔等所学

不及，亦当自惭，今后其益加勤勉毋怠。’因赐大学士金之俊、刘正宗、傅以渐及王熙汉字《表

忠录》各一部。复以二十六部分赐大学士陈之遴及都察院汉堂官、汉科道官，仍谕有未曾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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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者，具名以闻。”①

《表忠录》一书所辑为明朝嘉靖年间杨继盛《请罢马市疏》与《请诛贼臣疏》两篇著名奏

疏的全文。杨继盛是明世宗时大臣，其人以忠直敢言著称。嘉靖年间，蒙古首领俺答汗数

次率兵入侵北部边境，甚至入寇京师，大将军仇鸾畏惧敌寇，请开马市以求媾和。杨继盛上

《请罢马市疏》极陈不可，奏疏中陈述开马市有“十不可”“五谬”，危害无穷。此疏所言，遭

到了严嵩、聂豹等人的反对，也惹怒了嘉靖帝，嘉靖帝认为此事边臣奏来已久，又曾集廷臣

商议，杨继盛既然有所见，却并不早言，待此事遣使已行才上奏，认为杨继盛此举是肆意渎

奏，阻挠边机，摇惑人心。一封不明情况而“多此一举”的上书( 杨继盛此时刚入京) 同时惹

怒阁臣与皇帝，杨继盛因此被贬至陕西临洮府狄道县任典史。一年后，蒙古首领俺答汗依

然扰边，马市全遭破坏，杨继盛已调至兵备武选司。嘉靖三十二年( 1553) 正月十八日，杨继

盛又上《请诛贼臣疏》弹劾严嵩，历数严嵩“十罪”“五奸”，奏疏说严嵩上窃皇帝威权，下结

营私之奸党，朝中官员是“皇上之臣工，多贼嵩之心腹”②。杨继盛所述皆是事实，此前也已

有诸多御史弹劾严嵩，但此疏最为切直，且内容直接责及嘉靖帝，称嘉靖帝聪明刚断，早已

知道严嵩的罪行，质问“皇上何不忍割爱一贼臣，顾忍百万苍生之涂炭乎”③; 并重提当年自

己因上疏被下狱一事，自称:“臣前谏阻马市，谪官边方，往返一万五千余里，道途艰苦，妻子

流离，宗族贱恶，家族零落。幸复今职方才一月，臣虽至愚，非不知与时沉浮，可图报于他

日，而履危冒险，攻难去之臣，觊难成之功哉?”只是“舍此不言，再无可以报皇上者。臣如不

言，又再有谁人敢言乎”④。杨继盛赤诚忠心，自言“舍死图报”“以讨贼臣”⑤，但因弹劾时牵

涉皇帝，再犯天颜，故而重陷牢狱，嘉靖三十四年( 1555) 被处死。杨继盛以非言官身份进谏

以致身死，顺治帝十分赞赏，曾说:“朕观有明二百七十余年，忠谏之臣往往而有，至于不畏

强御，披膈犯颜，则无如杨继盛，而被祸惨烈杀身成仁者，亦无如继盛。”⑥所以他将杨继盛

《请罢马市疏》与《请诛贼臣疏》两篇奏疏集合出版，题名《表忠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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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世祖实录》卷九八，顺治十三年二月戊辰，《清实录》第三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762 页。
〔明〕杨继盛:《请诛贼臣疏》，《杨忠愍公集》卷一，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13 页。
〔明〕杨继盛:《请诛贼臣疏》，《杨忠愍公集》卷一，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14 页。
〔明〕杨继盛:《请诛贼臣疏》，《杨忠愍公集》卷一，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14 页。
〔明〕杨继盛:《请诛贼臣疏》，《杨忠愍公集》卷一，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15 页。
〔清〕爱新觉罗·福临:《杨继盛论》，见李鸿章修《畿辅通志》第 2 册《帝制纪·宸章》，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版，第 4 页。顺治帝为何选择表彰杨继盛，杨春君在《清顺治帝亲政后之“御制”书考释》(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2014 年第 2 期) 一文中给出了合理推测，归纳来讲: 表彰明代大臣中的忠心之臣是为了争取人心，若从忠臣的影

响来看，最近出现的忠臣无疑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但为统治需要又不能表彰抗清之臣，综合各种因素之后，杨继

盛是最好的选择。



1．赐大学士金之俊、刘正宗、傅以渐及王熙《表忠录》

据前揭《清世祖实录》所载，顺治帝因王熙精通满书而赐其御服貂褂，并御赐《表忠录》，

可见王熙得到赏赐是因为“精通满书”，但对大学士金之俊、刘正宗、傅以渐三人的赐书则语

焉不详，因此需要结合《表忠录》的内容与赐书的时间来具体分析赐书原因。

顺治十三年( 1656) 时，金之俊为内国史院大学士，刘正宗为内弘文院大学士，傅以渐为

内秘书院大学士，但此三人入仕清廷前的履历却颇为复杂。金之俊，明万历末年以进士入

仕，累官兵部侍郎，明亡降李自成，清兵入关后又降清，深受多尔衮器重，参与贯彻多尔衮大

赦政策，登录所有前明军官并推荐其中的许多人在清政府任职，并在多尔衮摄政初期

( 1644—1646) 提出如减直隶赋税、改进漕运制度、酌定铨选之制等改革建议。金之俊一路

官运亨通，曾任工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吏部尚书等职，汉人首任工部尚书、汉官任正职

以金之俊等始; 刘正宗，崇祯元年( 1628) 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吏部尚书，崇祯十七年

( 1644) 投奔南京福王朝廷，顺治三年( 1646) 奉诏进京，入仕清廷，顺治九年( 1652) 授内弘文

院大学士，顺治十年( 1653) 继任陈名夏为吏部尚书，深得顺治帝宠幸; 傅以渐则是顺治三年

( 1646) 一甲一名进士，授弘文院修撰，顺治十二年( 1655) 二月，加太子太保，改国史院大学

士。受赐《表忠录》的这三名大臣均为汉臣，除傅以渐外都是明臣降清，且有在明朝出仕，一

降再降，最后才降清廷的情况。

此外，在这次赐书前不久，金之俊曾以疾乞休，但顺治帝不允，并传谕大学士金之俊、刘

正宗、傅以渐等曰:“君臣之谊，终始相维。尔等今后毋以引年请归为念，受朕殊恩，尔等岂

忍违朕，即朕亦何忍使尔等告归? 若决于引退，即忍于忘君矣。”顺治帝此言让金之俊等人

感愧不已，故上奏表忠称:“臣等蒙皇上隆恩，但惧不能报効，诚何心忍违皇上，自今以后断

不敢怀告归之念也。”①乞休之事就此告终，但仅在四天后，顺治帝就下令颁赐《表忠录》给金

之俊、刘正宗、傅以渐三人。顺治帝对待这三位背景复杂的官员，在降谕挽留之后，紧接着

赏赐宣扬忠君思想的《表忠录》，出版“表忠”之书是为褒扬忠臣，为忠臣立传，赏赐则是为警

示官员，希望他们牢记“君臣之谊”，以忠义事君。这是一个连续的政治手段，目的就是在给

汉族高官荣宠优渥的同时也给予警示劝诫: 身为人臣，绝非可仕则仕、可止则止，而应当殚

精竭虑、誓死报效君王。

2．以二十六部《表忠录》分赐大学士陈之遴及都察院汉堂官、汉科道官

陈之遴，字彦升，浙江海宁人。明崇祯进士，自编修迁中允。早年与钱谦益、陈名夏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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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甚密。顺治二年( 1645) 降清，授秘书院侍读学士，五年( 1648) 迁礼部侍郎，六年( 1649) 加

右都御史。七年( 1650) ，顺治帝亲政后，清除依附多尔衮的北党汉官势力，贬谪北党官员如

冯铨、李若琳等人，扶植南党官员，陈之遴与南党党魁陈名夏关系密切，八年( 1651) 被擢为

礼部尚书，九年( 1652) 授弘文院大学士。十年( 1653) ，顺治帝议总兵任珍罪，陈之遴与陈名

夏及金之俊持异议，被顺治帝批评为“以巧生事”，“溺党类而踵敝习”。十一年( 1654) ，陈

名夏被宁完我以结党怀奸、涂抹票拟稿簿、删改谕旨、庇护同党等罪弹劾，以绞刑定罪，陈之

遴作为南党核心成员处境渐危。

顺治十三年( 1656) 二月十九日，顺治帝赐陈之遴《表忠录》一部; 二十七日，对陈之遴加

以训谕，称:“朕不念尔前罪，复行简用，且屡加诫谕，尔曾以朕言告人乎? 抑自思所行亦曾

少改乎? ……朕非不知之遴等而用之，即若辈朋党之行，朕亦深悉，但欲资其才，故任以职。

且时时教饬之者，亦冀其改过效忠耳。”①顺治帝明言知晓陈之遴的结党之行，但因爱才所以

再三容忍，不断敦促他改过效忠，《表忠录》的赏赐是一次明显的警示行为。

顺治帝对于都察院堂官、汉科道官的赐书，更是目的明确的“对症下药”。清承明制，对

明代的监察制度和监察组织有所继承。天聪五年( 1631) 皇太极设立六部未设六科，但设立

了具有私人耳目色彩的启心郎。崇德元年( 1636) 皇太极设立都察院，顺治初年设置六科给

事中和监察御史。顺治帝虽然从制度上继承了明朝的言官体系，但对明末科道官员掌握谏

言、参劾大权，在明末党争中充当不同党派的先锋，肆意攻讦政敌，造成明末政局混乱的行

为颇为警惕，故多次训谕明确科道言官的职责。

顺治九年( 1652) 二月左都御史徐起元因于政事是非、官员贤否缄口不言而被革职，顺

治帝借此训谕科道官员称:“国家设立都察院，职司风纪，为朝廷耳目之官，凡事直言无隐。

上自诸王，下至诸臣，孰为忠勤，孰为不忠勤，据实奏闻，方为无忝厥职。”②

但事实上清初的科道官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不能成为顺治帝的耳目，反而闭塞言路，

不断介入南北党争，党同伐异，攻击政敌。科道官作为党争的工具对清初政局产生了许多

负面影响，令顺治帝颇为失望。顺治十一年( 1654) ，顺治帝再度降谕申斥都察院、六科，指

责科道官“纳交结党”“徇护同党，代为报复”，并称言官当中“实心为国者少，附党行私者

多”，望这些人自今以后“各涤肺肝，捐旧图新，凡天下邪正贪廉、大利大害，务要实心为国，

言不讳则政治新而太平可臻矣，尔等身家名誉亦与之俱永，岂不美哉”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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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世祖实录》卷八一，顺治十一年二月丙寅，《清实录》第三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635 页。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明代杨继盛以非言官身份进谏，参劾权奸且直接诘问皇帝，最

终被处死，顺治帝评价其“不畏强御，披膈犯颜”，作为明代众多忠谏之臣中最有代表性者，

可为言官之楷模，值得大加宣扬。故顺治帝将他的奏章编辑成书出版，命名为《表忠录》，并

御赐给担负进谏责任的都察院堂官及科道官员，就是希望他们奏事时据实直陈，实心为国，

明确效忠的对象。魏裔介在此次赐书两月后的《请颁御制诸书疏》中也曾明确这次赐书的

原因:“杨继盛之忠，业蒙皇上殊褒，刻《表忠录》，以励言官。”①时任工科给事中的王命岳②

在受赐后作有《恭读御制表忠录纪事》③诗一首，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到，科道官确实有人能够

体悟顺治帝的用意。诗曰:

重瞳披代史，宸藻发天章。闾阖排玄豹，高岗想凤凰。徘徊嘉靖帝，扼腕尚书郎。

岂有青蒲席，频含白简霜。九霄采铎磐，双帙缀琳琅。表此岁寒节，勖诸松柏芳。匪云

游翰墨，所励在纲常。谷永抗疏漫，朱云借剑长。矢陈同忱慨，忠佞判微茫。恭诵绋纶

语，真闻枷锁香。圣朝无匪类，群寀幸为良。鹓列皆葵藿，獬冠独桂姜。闻风虽奋起，

禀教自知方。始信金声振，能调玉烛光。茂陵戆汲黯，巨鹿诮冯唐。止辇皇心粹，效忠

永勿忘。

从科道官表面上的反馈来看，《表忠录》的颁赐确实起到了警示鼓励作用，“效忠永勿

忘”的剖白表忠之语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证明: 顺治帝在特殊的时刻颁赐内涵丰富的《表忠

录》不是寻常的赏赐之举，而是明确降谕申斥外的补充警示。

( 三) 尚武功、习谋略、彰忠义———颁赐《三国演义》

顺治十七年( 1660) 二月甲寅，顺治帝颁赐诸王以下、甲喇章京等官以上翻译《三国

志》④( 即《三国演义》) 。

满洲统治者一直以来对《三国演义》青睐有加。清朝历史上第一位接触并对《三国演

义》表示出喜爱的统治者是努尔哈赤，明末文人黄道周所撰《博物典汇》卷之二○《四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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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魏裔介著，魏连科点校:《兼济堂文集》卷一《奏疏》“请颁御制诸书疏条”，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26 页。
王命岳是顺治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因在“策问”中表现突出，议论新颖，未及散馆即被授为工科给事中。
〔清〕王命岳:《耻躬堂文集》卷一八《恭读〈御制表忠录〉纪事》，《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28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73—674 页。
《清世祖实录》卷一三二，顺治十七年二月甲寅，《清实录》第三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1024 页。关于此处
《三国志》实指《三国演义》的考辨，参见秀云:《〈三国演义〉满文翻译考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4 年第 6 期。



“奴酋”条载:“奴酋稍长，读书识字，好看《三国》《水浒》二传，自谓有谋略。”①这里所说的

“奴酋”指清太祖努尔哈赤“《三国》《水浒》二传”是指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陈康

祺《郎潜纪闻二笔》曾言“国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类多得力于此”②，清人王嵩儒《掌故零

拾》“译书”中也曾记“本朝未入关之先，以翻译《三国演义》为兵略”③，说明满洲贵族一直

将《三国演义》作为兵书来看待。清人蒋瑞藻《小说考证拾遗》引《阙名笔记》中的讲述更

具体强调了《三国演义》在实际治理国家方面产生的作用: “本朝羁縻蒙古，实是利用《三

国志》一书。世祖之未入关也，先征服内蒙古诸部，因与蒙古诸汗约为兄弟，引《三国志》

桃园结义事为例，满洲自认为刘备，而以蒙古为关羽。……二百余年，备北藩而为不侵不

叛之臣者，专在于此。其意亦如关羽之于刘备，服事唯谨也。”④满洲政权在进击中原时为

稳定盟友，曾借《三国演义》“桃园结义”的故事以“羁縻”蒙古。清史学家孟森也有类似举

例，他认为皇太极以反间计假手明崇祯帝杀袁崇焕一事，是“直袭《三国演义》小说中蒋干中

计故事”⑤。

皇太极曾下令翻译此书以资借鉴，昭梿《啸亭续录》载“崇德初，文皇帝患国人不识汉

字，罔知治体，乃命达文成公海翻译《国语》、《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颁赐耆旧，以为临

政规范”⑥。多尔衮掌权时也认为这部书中有忠臣、义贤、孝子、节妇之所思所行，可以为鉴，

又有奸臣误国、恶政乱朝等事可以为戒。文虽俗陋但仍有益处，故下令让内弘文院大学士

祁充格等进行翻译，并在成书出版后将其颁赐诸王以下、甲喇章京理事官以上官员。

除了从《三国演义》中借鉴政治经验与军事谋略，清代统治者还有着明显的“关羽崇拜”

的特征，顺治帝曾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满洲八旗将士骁勇善战，崇尚武力，关

羽作为武力强大的战将得到他们的认同和崇拜。此外关羽身上所具备的忠义英勇的特质，

既是满洲贵族所需要具备和保持的，又是清初维护统治所必需的。清初统治者需要加强满

洲贵族的忠义思想，但清初满洲贵族的汉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传统儒家经典中的忠孝义理

不容易被学习和吸收，所以阅读《三国演义》是一个替代的学习途径。

《三国演义》崇德年间翻译未果，顺治年间重新翻译，根据目前所存满文本《三国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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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明〕黄道周:《博物典汇》卷二○《四夷》“奴酋”条，明崇祯刻本。
〔清〕陈康祺撰，晋石点校:《郎潜纪闻二笔》卷十“国初满洲武将得力于三国演义”条，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513 页。
转引自朱一玄、刘毓忱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93 页。
孔另境编:《中国小说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2 页。
孟森:《明清史讲义》( 下册) ，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第 386 页。
〔清〕昭梿:《啸亭续录》卷一《翻书房》，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397 页。



顺治年间的抄本、刻本卷首所载谕旨和表文可知，最迟在顺治七年( 1650) 正月十七日，译书

工作已经完成并将成书进呈①，但具体刊刻的时间无法确定②。《三国演义》自顺治七年

( 1650) 奏进，顺治十七年( 1660) 二月二十九日颁赐，这期间并未发现此书有内府刊刻的相

关记载。根据顺治与康熙两朝曾多次在书籍刊刻而成后迅速颁赐群臣的记录，有理由推测

满文本《三国演义》刊刻的具体时间当在第一次颁赐前不久。

《三国演义》蕴含汉人的军事谋略、政治智慧与道德信义，并以故事演义的形式表现出来，

更容易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满人所接受，所以阅读《三国演义》是满人吸收汉文化比较容易

的途径。顺治帝将满文本《三国演义》出版并颁赐诸王以下、甲喇章京等官以上的官员，是通

过皇帝威权将这本充满智慧与信义的书进行推广，目的是让满洲贵族学习经验，以资借鉴。

三、结 论

清军入关亟须稳定政局，确立统治，在面临继续保持满洲特色还是学习汉制的选择时，

顺治初年掌握政权的多尔衮接续皇太极遗志，为追溯祖先源流，强化历史认同，同时也为寻

求文化认同和政治借鉴，先将自皇太极时就十分重视的辽金元三史翻译出版并颁赐。与节

译辽金元三史一同出版颁赐的还有满文本《洪武宝训》。《洪武宝训》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

璋言行、诏令、谕旨的合集，集中了明朝立国之初的政治措施与道德规劝的内容，多尔衮评

价这部书“皆说军国大事，实有经济，足裨治理”，将这部书翻译出版，既是向天下昭示清王

朝“与天下共尊明之祖训”的态度，又是对明初制度建设与统治经验的学习。这一时期官方

的书籍出版选择兼具满洲对自我认同的追寻与对汉族政治经验的学习等目的，体现了统治

者对这两种路径的尝试与探索。

顺治帝是一位具有儒家气质的改革派君主，他对明太祖及其建立的制度颇为推崇，认

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画周详”，所以他的施政方针以明代为例，

行政体制模仿明制，统治政策也仿效明太祖。朱元璋因元末明初社会秩序混乱、官员腐败、

党派斗争激烈，故编纂出版了一批垂训警示类书籍。顺治帝亲政后，面临复杂的统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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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至于翻译工作究竟何时开始，没有明确记载。有学者认为“译事既于顺治七年告竣，其起始亦与之相离不远。
鉴于顺治元年至四年，由内弘文院刊刻辽金元三史及译刊《洪武要训》( 即《洪武宝训》) ，可推知自顺治四、五年

间伊始《三国演义》之翻译工作”。具体可参看秀云:《〈三国演义〉满文翻译考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4
年第 6 期。
李士娟据刻本《三国演义》卷首落款“顺治七年”文字，定论满译《三国演义》刊印成帙于顺治七年( 参见李士娟:

《记满文抄、刻本〈三国演义〉》，《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 年第 2 期) ，但秀云有不同意见，她认为表文所载“顺治

七年”字样只是译写告竣奏呈日期，并非刊刻成帙日期，真正的刊刻日期应该是在顺治七年到十七年之间。



为收拢皇权，整肃人心，故学习明太祖编纂出版一批具备教化、训谕、警示功能的书籍，这些

书籍的内容来源于传统的儒家经典，通过采择编辑，将一整套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提炼融

入这类篇幅短小的书籍中，既容易阅读，又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且对儒家经典的重新采择

和解释，也是昭示清王朝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这批书籍的编纂出版具有一定的目的

性，颁赐则是一种带有皇帝威权的流通方式，尤其是针对那些帮助满洲统治者向儒家君主

模式发展的汉大臣的赐书更是用意深沉。出版颁赐书籍是顺治帝兴文教、崇经术思想的具

体实践，也是意欲汉化的尝试。

在顺治朝官方的书籍出版与颁赐中，统治者通过书籍的出版与流通来实现统治目的。

书籍是一种“载体”，官方支持出版的书籍承载丰富的文化内涵及或隐或显的政治表达，有

时更是有着明确的政治属性，是官方意识形态读物;“颁赐”是一种流通“方式”，书籍最终通

过具有政治属性的特殊传播渠道到达特定群体，即统治者试图依靠和控制的群体。更重要

的是，这些书籍只有在传播推广至特定的人群时才能彰显其创作之初的目的。“以书致治”

是清初统治者的统治艺术，“致治”意味着统治者期望通过出版颁赐书籍实现多元的政治目

的，这些政治目的的最终导向实际是清朝入关后统治路径的选择，是坚持满洲特色还是意

欲汉化? 多尔衮同时出版颁赐汉人皇帝与“非汉”皇帝事迹与言行的书籍，顺治帝出版颁赐

汉人儒家伦理道德特色明显的书籍，体现了清初统治者从摇摆不定到意欲汉化，试图缓和

满汉矛盾的努力。清初官方的书籍出版与颁赐既反映统治者的路径倾向，同时也反过来在

建构路径。一直以来，国内清史学界与海外“新清史”学派对清朝统治者实行汉化或保持满

洲特色这两条路径均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清朝统治者对这两条不同路径的抉择或分水岭

自何处开始似乎鲜有人关注，清初的书籍出版流通研究或可对此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

清初的赐书颇具特色，这是由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现实需要所决定的。清初统治未稳，统治

者需要通过刊刻颁赐书籍来加强历史认同，建立儒家伦理体系，所以赐书是应维持统治需求而

生的政治手段。在顺治朝以后，赐书传统得到了继承。康熙帝在位前期，以帝王之尊对儒家经

典做出阐释，将经筵讲义编纂成书，分别刊刻满汉文本，颁赐满汉大臣; 在位中后期的赐书则是

在儒家文化体系下的文治实践，这一时期颁赐的书籍内容较为丰富，没有侧重于某一类，每部

书都各有特色，内容都可供学习、可资借鉴，“赐”回归到奖励或者书籍流通的方式，赐书的目

的变成了对文化的学习和掌握、变成了奖励。可见，典籍的实际内容与颁赐的形式同时发挥着

作用，只是情境不一时各有侧重。

顺、康二帝都将赐书作为皇权统驭之术并在不同的情境下娴熟应用，在雍正朝及以降，

清朝统治完全稳固，政治体制日臻完善，有更明确和直接的条例来规范臣僚，赐书产生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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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作用越来越小。同时文化发展日益繁荣，书籍作为文化的象征和符号被大量“编辑”，赐

书也逐渐常态化，刻书时会留出专门的“备赏书”，由专人职掌赐书名单的拟定，颁赐的对象

范围广泛，一般包括皇子王公、内外文武大臣及有功之人等。赐书不再是统治者达到政治

目的的手段，而是逐渐回归“奖励”的本质。

海外中国书籍史学者关注印本产生以后，存在于民间社会的书籍活动，尤其倾向于考

察明清时代民间社会书籍的商业性流通，所以对书籍在其他社会阶层的非商业性流通有所

忽略。对于这种现象，国内外学者也有过一些反思，如美国学者梅尔清认为应当突破“市场

是研究书籍社会位置的唯一途径和地方”①这种模式，但她仍未关注到统治阶级及官方的书

籍活动。中国学者张升在讨论中国古代图书流通时提出“书籍之交”②，以此概念来概括民

间社会书籍的“非商业性流通”，如赠送、借阅、临时展示等书籍活动，但“书籍之交”往往以

人情为纽带，更侧重于藏书家、士大夫之间的书籍礼物交换，也没有涉及统治阶级及官方的

书籍活动。这些反思从侧面反映出本文对官方具有政治属性的书籍出版与颁赐活动的初

步探索是有必要的，也证明了中国书籍史研究仍有许多可拓展的空间。

对书籍经济属性的考察是西方书籍史研究的优长之处，对书籍文化属性的考察是中国

书籍史研究的关注重点，但二者对书籍的政治属性的考察相对薄弱，顺治朝官方的书籍出

版与颁赐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书籍在出版流通过程中表现出的政治属性。御赐书籍的绝

大多数自编纂出版起就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赏赐或颁赐是书籍流通的政治渠道，是官方

重要的书籍流通方式之一。颁赐将影响乃至规定社会政治发展方向的精神力量———统治

者的思想———潜移默化地传递给臣民，将统治者的统治思想间接付诸政治实践。官方的书

籍出版与颁赐研究通过勾勒官方层面书籍流通面貌，展示出皇帝与臣僚的政治及文化互

动，同时也提醒我们，应对基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层级性、书籍形制的多样性、流通方式

的复杂性、书籍本身所具有的文化特质以及书籍作为符号而衍生出的其他外延予以关注。

中国书籍史研究者在目前侧重于民间书籍经济的“书籍社会史”之外，或可将目光聚焦于统

治阶级的书籍活动，建立更具政治意蕴的“书籍政治史”。

〔作者高学姣，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2019 级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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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 Dictionary． This task was completed by Gao Shiqi and his son Gao Yu，showing that the com-

pilation of reference books at the order of Emperor Kangxi received assistance from Gao’s family

and that the thought on compilation of reference books was passed down from father to son． Gao

Shiqi not only gave Emperor Kangxi guidance in the writing of poems and essays，but also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Emperor Kangxi in terms of knowledge，vision and academic interests，of

which the compilation of reference books could be seen as a deep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at

the academic level．

Keywords: reference books，Bian Zhu，Gao Shiqi，Zhu Yizun，K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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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idating Governance with Books: Official Book
Publishing and Granting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Gao Xuejiao

Abstract: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when Emperor Shunzhi had not stabilized his governance

yet，he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exploring the path of governance by means of publishing and gran-

ting． Dorgon presided over th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three histories of Liao，Jin，and

Yuan，which had been much anticipated since the reign of Hong Taiji，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identification with Manchu，while the translation and granting of Emperor Hongwu’s Valuable

Quotes was aimed at showing the stance of“following the custom of Emperor Hongwu”; after Em-

peror Shunzhi took power，the publication and granting of the Highlights of Ｒuling and the Ｒecord

of Demonstrating Loyalty were to help stabilize the centralized ruling with Confucian political philos-

ophy as the core． The official publishing and granting of books at the reign of Emperor Shunzhi had

several purposes，including encouraging officials to study and learn from past ruling，giving warning

to officials to urge their loyalty and integrity，and promoting culture and education to reward learn-

ing． The study of the official book publishing and granting activitie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focu-

ses on the“political history of books”of the ruling class，while the researchers are currently focu-

sing more on the“social history of books”in the private book industry．

Keywords: Dorgon，Shunzhi，book granting，political history of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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